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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黄平县革命历史陈列馆新增了一批展品和文献，一展柜内的
红军货币格外引人注目。其中一张是原旧州区委书记何华祥送交中共
黄平县委党史研究室并保存至今的红军纸币，这张发黄的纸币是 1933 年
红军在井冈山印制的中华苏维埃壹元“红钱”。

据中共黄平县委党史研究室资料记载，这张红军纸币是旧州镇居民
汪明成在 1988 年 6 月 12 日拆除自家的房屋时，于梁柱和横梁衔接处发现
的。通过对家中长辈的一番询问，汪明成得知这张纸币是中国工农红军
1934 年 12 月底来到旧州时，向他的爷爷汪少富支付的购买柴火的钱。红
军离开旧州城前往瓮安后，汪少富担心纸币被国民党反动派发现，就将
这张纸币藏匿起来。但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件事逐渐被汪家人所淡忘。
后来，汪家在拆除自家房屋时发现这张红军纸币，并立即送到当时的旧
州区委，当时的区委书记何华祥于第二天将这件文物送交黄平县委党史
研究室。这张红军纸币在经县委党研室 30 多年的精心保管后，最近决定
将其移交黄平县革命历史陈列馆作馆藏展品，供广大游客观赏。

这张壹元的红军纸币，长 11.7 厘米，宽 6.6 厘米，纸币正面呈赭黄色，
上方印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12 个宋体字。中间有列宁头像，
头像的右边为“壹”、左边为“圆”，四角各有一个“壹”字，下方印有“凭票
即付银币壹元”8 个宋体字、钱币编号和毛泽民的俄文草体签名，四周为
龙凤花纹。纸币背面为浅绿色，该纸币设计精美、纸质甚佳。据文献记
载，当年红军在井冈山苏区发行的红军货币，是毛泽东的大弟毛泽民在
江西瑞金叶坪组织印制的。

1931 年，毛泽民从上海来到江西瑞金时，正值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
表大会召开。在大会的决议下，成立了苏维埃中国工农民主政府国家银
行，并委任毛泽民为国家银行行长。当时，银行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
苏区的货币不统一，当时各地流通的货币种类繁多，单是各级政府发行
的纸币就多达 150 余种，还有布钞 10 余种。杂乱无章的苏区金融市场，
严重阻碍了区域性商品流通和经济发展。为确保中央财政的正常运行，
保障红军、苏区各级政府的开支和人民生活，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
会决定加强中央财政领导力度，并将苏区货币统一流通。中央决定，在
中央革命根据地成立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同时，还成立中华苏维埃国家银
行，实行统一的货币交易。为印制出纸质优良、设计精美的中央苏维埃
货币，毛泽民同志花费了大量心血。首先是印制货币的纸张就是一大难
题，当时这种纸张不仅红区没有，而且白区也很少见，就是有也不易购买
并运送回来。于是，毛泽民决定自力更生来制造。他充分发动工农群
众，并组织起 100 多人的造纸队伍，办起了一个“土洋结合”的造纸厂。
随后，发动群众采集树皮、竹子、麻皮，配以破布、烂鞋等，经水漂、刀剁、
石捣、捶打等若干道工序，历经 5 个多月反复试验，印制红军纸币的纸张
才制造出来。优质的印钞纸制造成功，毛泽民在钞票的图案美工设计上
又面临新的难题，票面图案的设计要独特、合理，绘画要紧密、清晰，且工
艺精美考究，才不易被人仿制，这需要找到具备深厚的绘画功底和雕刻
技术的人才，而这种人才不但在红区难以找到，就算是在全国也无法一
下子找到。毛泽民正在为寻找货币设计人才而焦头烂额时，一位从福建
苏区来的同志告诉他，福建省长汀县有位叫黄亚光的县委干部擅长绘
画，还写得一手好字。毛泽民得知此消息时，高兴得跳起来，他立即向中
央反映，要求立即抽调黄亚光来江西。然而，中央保卫局告知他，黄亚光
已被定为“社会民主党”成员，并遭到关押。毛泽民认为国家银行正在用
人之际，必须有黄亚光才能完成苏区货币的设计任务。毛泽民亲自去找
当时担任中央保卫局局长的邓发说：“我要用黄亚光，你下令放了他吧！”
邓发没有同意要求。毛泽民又去找朱德、周恩来、毛泽东等人，强烈要求
释放黄亚光。经过其一番努力，黄亚光终于被“解放”出来。后来黄亚光
在回忆中感慨地说：“当时如果没有毛泽民，我早就倒在‘左’倾错误的枪
口下了。”

黄亚光出生于福建省长汀县一个富裕家庭，青年时代留学日本，回
国后以教书为业。在接受了革命思想的熏陶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并
任长汀县委宣传部部长。不久因“左”倾错误路线扩大至长汀，黄亚光同
其他县委领导也被诬陷为“社会民主党”成员。他眼看着同志一个个被
错杀，心里说不出的难过，但又弄不明白其究竟，思想处在懵懂之中，只
好等死。轮到他被押往刑场时，执法人员突然接到“枪下留人”的命令，
这才使他得以从死神面前逃脱，捡回一条命来。事后，黄亚光才知道是
毛泽民冒着自己也可能成为被怀疑对象的风险，把他从刑场的枪口下救
了出来。

毛泽民将黄亚光接到瑞金叶坪，给他安排了两间宽敞的房子，同时
派给他 3 名助手（两名图章镌刻老师和一名图画老师），并立即开始工
作。对于红军的新货币设计工作，时任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毛泽东非
常重视，他对黄亚光的设计工作提出了要求：设计苏维埃政权货币一定
要体现工农政权的特征，应融“革命性、科学性、艺术性和群众性”于一
体。由于敌人对井冈山苏区的严密封锁和破坏，连绘图用的笔和圆规都

没有，加上黄亚光是第一次设计货币，因此在紧张中又面临重重困难。
国家银行千方百计派人从上海买来绘图笔、圆规、三角板等工具，黄亚光
一边回忆自己使用过的一些钞票样式，一边开始了红军纸币设计。为体
现工农政权的特征，黄亚光在设计纸币时绘制了镰刀、锤子、谷子、麦穗、
地球、五角星等图案，并将它们有机组合起来，既美观大方，又突出了政
治色彩。其中，壹元和贰角面值的纸币上还绘有列宁头像。当时印制的
红军纸币，必须由相关负责人签字发行才可流通交易，这些货币除了有
行长毛泽民签字外，有的币种还有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
国民经济部部长林伯渠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财政部部长
邓子恢的签字。

此后，黄亚光除了设计纸币外，还设计了银、铜铸币。红军统一货币
的正式发行和使用，对红军各根据地抵制国民党法币的渗透、繁荣苏区
经济、活跃市场、稳定人民生活起到了很大作用。

黄亚光给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设计绘制的苏区货币图案，受到了毛
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的赞扬。他正式调到国家银行工作后，共为苏维埃
国家银行设计过 9 张钞票图案。1934 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
迫长征，毛泽民心里还惦记着党的财政工作。他认为：长征的目的之一
是为了保护党和红军的有生力量，而经济工作方面的人才以及其他各方
面的人才也必须保护。长征出发前，有人不同意黄亚光随红军转移，毛
泽民对此坚决反对。他说：“我看他（指黄亚光）没有什么问题，是个好同
志，没有他，我们的票子就发不出来。他有特长，我们要用，我还是那句
老话，有问题我们可以控制使用，但他必须走（参加长征）。”就这样，黄亚
光得以随中央红军长征，历尽千辛万苦，最终到达陕北延安。后来延安
党政干部搞肃反运动，康生一伙不经中央同意，擅自搞所谓“抢救干部运
动”，实则迫害党的干部。当时任中央经济部长的毛泽民再次站出来保
护黄亚光，毛泽东也及时提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方针，使这位多才
多艺、贡献很大的人才幸免于难。

1934 年 12 月 26 日凌晨，中国工农红军红一方面军攻下贵州黔东南
重镇黄平城后，把城内所有商铺的布匹和粮食都购置一空。通过补给休
整，红军自长征以来缺衣少食的状况得到了很大改善。陈云同志（时任
中央红军军委纵队政委）攻下黄平城时，在《随军西行见闻录》中写道：

“连战连进，此时赤军士气极旺，服装整洁，部队士兵都穿上了新军装，在
湘南之疲劳状态，已一扫而光矣。”红军从 12 月 27 日陆续向旧州进发，在
天色快黑下来时抵达旧州马靛街驻扎。他们严格遵守党的纪律，没有进
家入户惊扰群众，而是冒着凛冽的寒风在大街上准备架锅做饭。心急的
战士从井里打来清水，将随身携带的大米倒进锅中，但却忘记了准备烧
饭用的柴火。看着已经下锅“洗澡”的大米，饿得肚子咕咕叫的战士们，
一个个“干瞪眼”，只好向老乡求助。

红军战士驻扎的地方，虽然有不少的住户，但在寒冷的冬天，家家
户户都需要烧柴取暖，多数人家存放的柴火并不多。红军战士不好去
向这些住户开口购买，只得沿街四处寻找，最终在木匠街附近看到汪少
富家两侧板壁下存放着较多的干柴。一位领头的红军指挥员敲开汪家
虚掩的大门，看着有点害怕的户主汪少富，笑眯眯说：“大叔，我们是工
农红军，是专门打地主和为穷人做事的。今天来到你们这里，由于天太
晚了，无法上山去找柴火，您看能卖点木柴给我们烧饭吗？”出于对这
些扛枪军人的害怕，汪少富哪敢说不，连忙说：“可以，尽管拿去。”就准
备转身回屋。这名红军见状赶忙对他说：“大叔，这些柴火我们不白
要，你就收下这点钱吧！”说着就从口袋里掏出一张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国家银行壹元纸币向汪家购买了三捆杂柴。汪少富推脱不下，才收下
这张红军纸币。红军还告诉他：“这张纸币可以换取银币一元，您可以
到西上街的朱家店面（时为红军长征临时银行）交换。”当时的旧州，一
元银币可抵上几十担柴火。汪少富被红军和蔼可亲、关心百姓的行为
所感动，并没有将这张红军纸币拿去红军长征临时银行兑换，而是决定
将其珍藏起来留作纪念。

红军离开旧州往遵义方向进发后，汪少富为了不让“白鬼子”知道自
己有红军货币而招来横祸，就悄悄将这张红军纸币珍藏于自家堂屋的梁
柱和横梁衔接处，除了他以外，家人根本不知道这事。这张红军纸币在
横梁上一藏就是 50 多年，汪少富自己也把藏“红钱”的事给忘了。1988
年 6 月，汪家在拆除自家旧房时，这张壹元的红军纸币才被发现，80 多岁
的汪少富这才想起红军向自己购买柴火的事情。

黄平：

一张红军纸币留下的“红色故事”
○ 廖尚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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